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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: 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，宋朝继续设置武成王庙，并确定了相应的礼仪规

则。但与以往相比，宋代武成王庙的礼仪内容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特别是其中陪祀、

从祀武将的标准与人选发生多次变动。而这种变化，恰与当时朝政以及意识形态的演变

存在密切的联系，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其时代价值观的演进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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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国家确立的武成王庙，初称太公庙，是祭祀供奉兵家鼻祖吕尚的祠庙，始设

于唐朝中叶，在形式上与文宣王庙相对应，到唐肃宗时正式定名为武成王庙。① 其创
设的动机，乃在于将吕尚与孔子并列，以体现王朝政府对文武并重的用意，即所谓

“帝王大业，文武所以垂范……宣尼大圣，立文以化成; 尚父惟师，仗武而弘训”②。

有关唐朝创立武成王庙的过程，已有学者专门加以研究。③ 另外，在有关贡举及礼制
的论述中也有对武成王庙涉及的方面。④ 但宋代武成王庙的地位究竟如何，尤其是其
演变与当时的朝政存在怎样的关系，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。本文即专就此问题
加以探究。

唐朝贞观年间，以吕尚为兵家之祖的缘故，在关内凤翔府境内的磻溪立太公祠，

但这仅属于纪念前代名贤的一般举动。作为古代王朝对吕尚的国家祭祀行为，大致始
于唐玄宗朝。开元十九年 ( 731 ) ，唐中央下令在两京及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，以汉
代留侯张良配享，在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取仲月上戊日，举行祭奠礼。照此规定，太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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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被纳入与文宣王庙待遇相同的吉礼祭祀之中。① 天宝六年 ( 747 ) ，又诏令: 各州武

举人来礼部之前，须先拜谒太公庙; 凡出师命将以及征战报捷，都要告祭于太

公庙。②

上元元年 ( 760 ) ，唐廷下诏尊太公为武成王，仿照文宣王的从祀规则，选择历

代良将十位，作为十哲陪侍于武成王左右两侧。当时列于左侧的有秦武安君白起、汉

淮阴侯韩信、蜀丞相诸葛亮、唐卫国公李靖及英国公李勣; 右侧依次为汉太子少傅张

良、齐大司马田穰苴、吴将军孙武、魏河西太守吴起及燕昌国君乐毅，并给予张良配

享的特殊待遇。③ 按照当时确立的原则，武成王庙的祭祀制度完全按照文宣王庙的规

格执行。④

从太公庙到武成王庙的确立，标志着唐朝国家对武臣宗师地位的承认。之所以如

此，确如研究者所指出: 唐朝以武力开国，军功曾长期受到各阶层的重视。但随着承

平日久，加之科举选官制度日渐受到推崇，社会风气遂逐渐转向重文。开元年间，为

提倡和维持武德精神，唐朝政府将太公吕尚确定为国家礼制大典的祭祀对象，借此抬

高武人的社会地位，以维持朝野的尚武风气。⑤

不过，武成王庙在唐朝诞生后，也引发许多争议。归纳起来，异议主要在于吕尚

既没有孔子丰硕的著述，作为殷商叛臣也缺乏圣人的必备品德，至于其武功业绩似乎

也不足以威震古今，因而吕尚在世人心中缺乏武圣人应有的威望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孔

子有弟子三千，其中更有七十二贤人，并世有传承，从中选择配享与从祀合乎情理，

令人信服。而太公望的配享、从祀人选缺乏依据标准。这些批评意见，固然多少隐含

着某些文人对推崇尚武的不满，但主要还限于礼法内容是否合理这一范围之内。然

而，武成王庙先天不足的缺陷，却为其在宋代的跌宕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
一

虽说是宋承唐制，宋朝建立后沿袭了国家祭祀武成王庙的传统，但随着朝政以及

内外形势的发展演变，在武成王庙礼制的诸多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，从而呈现出独特

的时代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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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前期，祭奠武成王的礼仪由太常礼院掌管，太常寺仅负责武成王庙习乐事

项。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，太常礼院撤销，遂由太常寺继续统管包括武成王在内的各
项礼乐之事。① 如果说这种管理机构上的变动，也适用于文宣王庙等礼制对象，那么
有关武成王庙自身的诸多变化，则远非他者可以比拟。

从宋代武成王庙的设置情况来看，已与唐代存在较大的差别。建隆三年 ( 962 ) ，

宋太祖下诏在东京开封修武成王庙，以与国子学相对应，其地址位于开封城内的龙津

桥南街西之武学巷。② 左谏议大夫崔颂和宦官卢德岳奉命监修，并受命会商上报唐末
以来的谋臣猛将。③ 景德四年 ( 1007 ) ，宋真宗又下诏在西京修建武成王庙，规格与
东京相同，同时在西京也设立国子监。④ 次年，还在青州设武成王庙。⑤ 至南宋时期，

仅在行在临安府修建了武成王殿，地点位于太学之侧的前洋街。⑥ 由此可见，宋代仅
在京师及个别地方保留武成王庙，与唐代各州皆设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，反映了其影

响范围大为缩小的事实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祭祀孔子的文宣王庙则遍设各地，

并且不断修缮扩建。如宋儒周敦颐在邵州任内便进行了文庙的迁址扩建，他还专就此
撰文指出:

惟夫子道高德厚，教化无穷，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。上自国都，下及州县，

通立庙貌……得其位，施其道，泽及生民者，代有之。然夫子之宫可忽欤?⑦

就宋代武成王庙礼制的主要程序而言，大致延续了唐制。宋代武成王庙的祭祀日
期，仍选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上戊日举行，其过程和礼数也与唐代类似。⑧ 具体有 “时
日”、“斋戒”、“陈设”、“省馔”和 “行事”⑨，其中繁琐细节，在此不予细述。

依照宋代最初的规定，祭祀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 《永安》之乐瑏瑠，牲牢用羊一、

豕一。嘉祐七年 ( 1062 ) ，在翰林学士王珪的建议下，武成王与文宣王一并增加为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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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豕三①。高宗绍兴时，则都改为两少牢②。从礼仪形式看，倒是文武并无明显差

别。但在其他方面，则逐渐呈现出崇文抑武的倾向。

在宋代，祭祀武成王的献礼官前后存在变化。北宋初期，由兵部掌春秋释奠武成

王庙③，直到元丰二年 ( 1079 ) ，仍令武职性的三班院选差使臣作为分献官④。元丰改

制后，武学始隶于国子监，初献官改为文职性的国子监祭酒和司业，但亚献、终献依

旧令三班院差使臣充当。不久，在国子司业朱服的建言下，三献官完全由国子监官员

充摄行事。⑤ 具体为: 祭酒、司业为初献，祭酒及司业丞为亚献，丞博士为终献。⑥

这就疏远了武成王庙与武职军事系统的关系。虽然 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如同 《开元礼》

一样，也有命将出征的告武成王庙仪，⑦ 但在宋代各种史料记载中少有践行的实例，

显然是徒具虚文。⑧ 这一则说明了礼制与实践上的差异，更显示出宋代武成王庙在军

事上的意义已经有所淡化。事实上，宋朝的讲武礼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⑨

在宋朝礼制的一些细节上，武成王庙也拉开了与文宣王庙的距离。按照宋朝规

矩，皇宫殿门左右各设十二 “门戟”，以 “应天数”; 宗庙门以及国学、文宣王庙门

也是左右各有十二门戟，而武成王庙左右只设八个门戟瑏瑠，规格明显下降。大中祥符

初，宋真宗封禅泰山后，亲临曲阜祭祀孔子，并加孔子谥号为玄圣文宣王，旋改谥至

圣文宣王。为与孔子的谥号相对称，也同时追谥太公曰昭烈武成王瑏瑡。表面上武成王

的谥号也水涨船高，但实际上打破了 “文宣”与 “武成”这一文武对等的格局，“至

圣”将孔子提高到 “昭烈”无法企及的高度。另外，唐朝武成王庙中还仿照有文宣

王庙中的 “十哲”名号，但在宋代却不再加以沿用。排序最高的前十位将领只是列

于堂中的东西两向，以别于东庑和西庑中所列之将，从而在名誉上降低了陪祀者的

规格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宋代的武成王庙还常常派作其他场所。如最初曾被作为科举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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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考场，少有人考虑到是否影响其肃穆庄重，反倒有人觉得有辱于科举本身。宋太宗
朝的右拾遗田锡曾不满道: “礼部无贡院，每贡士试，或就试武成王庙。是岂太平之
制度耶?”① 言语中流露出对武成王庙的轻视。

到宋仁宗朝，国子监不愿让医官在国子监内授课，认为 “儒者讲学之地，不宜
令医官对列”。遂将之推给太常寺，而太常寺因无场地，最后只能令医官带学生去武
成王庙授业。② 当时，参知政事范仲淹也主动建言: 选派翰林院的数名医师，在武成
王庙开办医科学校，在京城招生，学制三年，合格者可择优录用。③ 在供奉武圣的祠
庙中教习诊脉、针灸、药剂之类的事，实与场所性质不符。

熙宁年间，太学实行三舍法，将生员分为外舍、内舍和上舍三等。在确定教学场
所时，锡庆院被定为上舍，国子监被定为内舍，而武成王庙则为地位最低的外舍。④

不难想象，在太学生眼中武成王庙又成了低人一等的象征。

通观宋代有关典籍史料不难发现，两宋历朝皇帝鲜有专程拜谒武成王庙者，通常

的情况是先赴国子监，拜谒文宣王后再去武成王庙。⑤ 在文宣王庙中，帝王往往是一
拜再拜，而在武成王庙，只是 “肃揖”而不拜，对比相当强烈。⑥ 难怪皇帝每次拜文
宣王时，虽然有司所定仪礼为肃揖⑦，却总是打破常规施礼。所谓 “虽天子之尊，入
庙肃恭行礼”⑧。但在武成王庙，则仅依照规定完成礼制的基本要求。宋代帝王与官
员在礼制上对武成王庙的轻视，自然会降低武庙在社会上的地位。

二

在宋代武成王庙礼制的各种变化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出现了陪祀、从祀武将
忽升忽降、忽进忽退的现象。细究如此变化的过程，更能清晰地发现其与朝政演变之
间的直接关系。

建隆二年 ( 961 ) ，宋太祖在亲临武成王庙时，看到白起像名列壁画名将之中，

便不满地说: “起杀已降，不武之甚。”当时的武成王庙，为后周所遗留，因此从祀
武将的选择仍反映的是唐朝以来的观念。两年后，宋太祖到新落成的武成王庙，又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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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白起的画像，遂怒道: “此人杀已降，不武之甚，何受享于此?”当即下令剔除。①

于是，知制诰高锡上疏认为王僧辩有始无终，也不应该纳入从祀之列。赵匡胤于是下

诏，命吏部尚书张昭和工部尚书窦仪重新审核从祀诸将，并要求以功业前后无瑕疵者

为标准。

乾德元年 ( 963 ) 六月，张昭等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定出名单，共增选 23 人，减

退 22 人。增选的诸将为: 灌婴、耿纯、王霸、祭遵、班超、王浑、周访、沈庆之、

李崇、傅永、段韶、李弼、秦叔宝、张公谨、唐休璟、浑瑊、裴度、李光颜、李愬、

郑畋、葛从周、周德威、符存审。而减退的则为: 吴起、孙膑、廉颇、韩信、彭越、

周亚夫、段纪明、邓艾、陶侃、关羽、张飞、杜元凯、慕容绍宗、王僧辩、吴明彻、

杨素、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光弼、王孝杰、张齐丘、郭元振。宋太祖下诏特将管仲塑

像于堂，而将吴起画像置于庑下，其余按张昭所议的名单实施。② 乾德三年，官方还

编修了 《武成王庙配享事迹》三十卷，对吕尚及张良以下共 73 人事迹加以叙述。③

从以上陪祀、从祀武将的增删名单可以看出，宋太祖对滥杀尤其是杀降的行为不

能容忍，反映了对武将武德标准的重新审视，这无疑是对唐末五代时期悍将跋扈、滥

杀无辜，从而加剧社会动乱并危害皇权国家后果教训的警惕。事实上，在立国与统一

的实践过程中，宋太祖也贯彻了这一精神。如王全斌统军灭亡后蜀之际，出征将校沿

袭旧习烧杀抢掠，导致川蜀局面动荡不已，赵匡胤便对主帅王全斌及其以下诸多将帅

予以贬责。大将曹彬、潘美受命率大军征伐南唐时，他特别预先告诫二人: “城陷之

日，慎无杀戮。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，不可加害。”④ 而对功臣大将兵权的收夺，

也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解决，即所谓 “杯酒释兵权”。宋太祖对武将武德标准的态度，

顺应了宋初政权建设与社会稳定的要求，故在相当的时期内也为后世嗣君所延续。

但到了庆历年间，宋廷又对太祖时确定的武成王庙陪祀、从祀的武将进行了较大

更改，“自张良、管仲而下依旧配享，不用建隆升降之次”⑤。揆诸此事，应与当时紧

张的边防军事形势有关。庆历元年 ( 1041 ) ，宋军在与西夏交战中大败于好水川。翌

年，在辽朝陈兵威胁下，北宋又被迫向对方增加岁币。为了加强武备、振兴军威，以

鼓励将士奋勇作战，于是恢复了旧制，将前代战功显赫而 “道德”不达标的 22 位武

将，再度重归武庙中的地位。与此同时，还一度创设武学于武成王庙。宋神宗登基

后，致力于恢复汉唐旧疆，又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。

到宋徽宗宣和五年 ( 1123 ) ，宋廷将武成王庙从祀历代诸将中未有封爵者，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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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以侯、伯的爵位。至此，武成王庙中除吕尚外，从祀共 72 将，在庙中的排列为:

以张良配享殿上; 管仲、孙武、乐毅、诸葛亮、李勣并列堂中西向; 田穰苴、范蠡、

韩信、李靖、郭子仪并列堂中东向。在东庑中，依次有白起、孙膑、廉颇、李牧、曹
参、周勃、李广、霍去病、邓禹、冯异、吴汉、马援、皇甫嵩、邓艾、张飞、吕蒙、

陆抗、杜预、陶侃、慕容恪、宇文宪、韦孝宽、杨素、贺若弼、李孝恭、苏定方、王
孝杰、王晙、李光弼，并西向; 西庑内，依次为吴起、田单、赵奢、王翦、彭越、周

亚夫、卫青、赵充国、寇恂、贾复、耿弇、段颎、张辽、关羽、周瑜、陆逊、羊祜、

王濬、谢玄、王猛、王镇恶、斛律光、王僧辩、于谨、吴明彻、韩擒虎、史万岁、尉

迟敬德、裴行俭、张仁亶、郭元振、李晟，并东向。①

若将以上名单与 《唐会要》记载的唐代武成王庙陪祀、从祀武将对比的话②，可
以看到如下变动:

宋代设在大堂西向和东向的十将，相当于唐时的十哲，但区别在于: 将唐时确定

的张良从十哲中单独升入正殿之上，以突出其配享地位; 将十哲中的白起和吴起降次

到东庑和西庑，同时将管仲、范蠡、郭子仪升位，所以西向和东向仍保持十将。

东庑和西庑所列名将与唐朝大致相同，变化除了有降格下来的白起和吴起外，还

有两个区别: 一则新增了李晟一人，另一则剔除了檀道济、长孙嵩和慕容绍宗三人。

这样，宋代包括张良在内的所有陪祀、从祀武将，恰好 72 人，与文庙中的 72 贤匹
配。而唐代虽称是 72 名将，但实际数额并不准确。

宣和五年的这次举动，其实也与当时的对外形势有关。宣和二年，宋与金结成
“海上之盟”，以联合伐辽。宣和四年，金军攻陷辽燕京 ( 不久宋改为燕山府) 。次

年，金以燕京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州归宋，童贯、蔡攸率军进入燕山府。至
此，宋朝基本收复了燕云地区。虽然这并非宋军的武力所致，但毕竟实现了宋朝开国

以来未能完成的北伐目标。为满足宋徽宗好大喜功之心，当政者不免也要庆贺一番。

既然有 “赫赫武功”，自然应惠及武庙。于是礼部就将武成王庙从祀诸将中未有封爵

者，全部予以加封，以示对武功的尊崇。

但令人注意的是，礼部同时又用儒家道德标准对陪祀、从祀武将进行了一次品
评，具体表现为调整了他们的座次。将张良升入正殿之上，又将管仲、范蠡、郭子仪

从两庑升到正殿之内，却将白起和吴起降次到东西两庑。显然，前四位不但有忠义的
形象，而且鲜有居功跋扈之举，自然受到青睐; 而后者中的白起屠杀降卒不必再说，

至于吴起，正如曹操所评价: “吴起贪将，杀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归。然在
魏，秦人不敢东向; 在楚，则三晋不敢南谋。”③ 汉末乱世，曹操求才若渴，即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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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缺德”如吴起，照样唯才是举。但在宋代推崇儒家道德的风气下，即便在重视武功

的特殊时期，也不会忽视对武将进行道德的考量。通过降低白起和吴起在武庙中的地

位，也是对当世武将的一种警示。

南宋初期，战事异常紧张，原东西两京又已沦陷，宋廷自然无暇顾及武成王庙的

问题。随着南宋武力的加强，政权逐渐巩固，宋高宗意识到有为将帅在保卫江山社稷

中的重要作用，如其所云: “兵无不可用，在主将得人耳。赵奢用赵兵大破秦军; 而

赵括将之则大败。乐毅用燕兵破齐，而骑劫代之，则为田单所败。岂不在主将得人

乎?”① 于是，在绍兴七年 ( 1137 ) 五月恢复了对武成王的祭祀。

绍兴十一年 ( 1141) ，“绍兴和议”订立，南宋王朝以屈辱的方式取得了暂时的

和平。与此同时，统治集团实施了第二次收兵权，并罗织罪名杀害了岳飞。随着对武

将地位的再度打压，宋廷遂重新对武成王庙加以审视，正统的道德标准又一次成为衡

量从祀武将的依据。绍兴十六年 ( 1146 ) ，在祠部员外郎陈诚的建议下， “诏武成王

庙从祀诸将，升赵充国于堂，降韩信于庑下”②。绍兴二十九年 ( 1159 ) ，右正言都民

望又指责李勣好战黩武， “邪说误国，唐祀几灭”。于是，李晟被升为陪祀位置，而

李勣则被降于堂下李晟原有位序。③

乾道六年 ( 1170 ) ，力主抗战的宋孝宗为激励士气，拟选择本朝功勋卓著将帅从

祀武成王庙。结果礼官们遍考建隆、建炎以来名将，最后确定的唯一人选为曹彬。④

这位宋初大将虽有剪灭江南之功，但在雍熙三年的北伐中却大败而归，⑤ 故难称名

将。而诸如杨业、狄青、郭逵、岳飞、韩世忠以及吴玠等等将领，无论战功还是斗志

都居曹彬之上，却未能入选。以此观之，之所以最终选择曹彬，显然不是因为其战功

的缘故，而是在于其不仅认真贯彻太祖戒杀的诏命，更在于其谦逊礼让、不居功自傲

的理由。曹彬谨慎为将的品行素来受到宋统治者的高度评价，因此入选为武成王庙中

的当朝武将代表。但褒扬这样一位近乎平庸的武将，自然体现的是推崇儒家正统品德

的价值取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宋朝对立的金朝也受到汉文化的熏染。泰和六年 ( 1206 ) ，金

章宗下诏于都城内修建武成王庙，不过，其礼制却 “一遵唐制”。次年，在官员的请

求下，将金朝开国名将宗翰与张良同处陪祀位置，将管仲降格为从祀之列。随后又将

宗望、宗弼等纳入从祀行列，而将王猛、慕容恪等废黜，以继续保持 72 陪祀、从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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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将之数额。①

三

宋代武成王庙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，尤其是出现的陪祀、从祀武将反复变动的现

象，既与当时王朝政治的演变存在直接的关系，也是其主流价值取向发展下的必然

产物。

宋朝上承唐末、五季兵戈战乱之后建国，故统治者急于结束动乱、重建社会秩

序，与此同时也力图扭转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。随着军功集团的快速消亡和文官士大

夫当政局面的形成，② 因礼制惯性延续而设置的武成王庙，逐渐被赋予传统的儒家道

德观，统治集团以正统的伦理标准为其定位，将武功纳入文德的范畴之内。因此，武

成王庙不仅只限于个别地方的礼数明显低于文宣王庙，其场所还不时被派作其他用

途，而且对其中的从祀武将随意褒贬。如此一来，武成王庙扮演的角色及自身存在的

价值便受到削弱，其地位的下滑自然在所难免，可以说武庙不但成了文庙的陪衬，而

且充当了宋朝推行 “崇文抑武”国策的辅助工具。

针对唐开元时设立太公庙的问题，司马光在编修 《资治通鉴》时有如下评论:

经纬天地之谓文，戡定祸乱之谓武，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，未之有也。

故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伊尹、周公，莫不有征伐之功。孔子虽不

试，犹能兵莱夷，却费人，曰 “我战则克”，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? 孔子所

以祀于学者，礼有先圣先师故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孔子者，岂太公得与之抗

衡哉……自孙、吴以降，皆以勇力相胜，狙诈相高，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

武哉! 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，为后世学者之师; 使太公有神，必羞与之同

食矣! ③

司马光在此表达了四层意思: 其一，圣人应是文武兼备，不应以文圣和武圣分属孔子

和太公; 其二，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无人可比拟，太公也不例外; 其三，立太公庙，有

崇尚武力之嫌，易导致世人好武勇而不知礼义; 其四，从祀于太公庙的孙武、吴起以

下兵家名将，都是以勇力和诈谋相胜之徒，不配入圣贤之门，不可为后世之师。由此

可见，作为当时政治家和士大夫代表人物的司马光的这种态度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

宋代当政集团的普遍认识与主流价值取向，反过来自然也影响着对武成王庙规则的定

位与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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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为如此，本应使人崇拜敬畏的武圣之庙，成了宋人随意品评的对象，陪祀、

从祀诸将忽进忽退、忽升忽降，几同儿戏，这就侵害了其严肃性、权威性。早在宋初
时，朝臣梁周翰即向当政者反映: 即使圣人如周公、孔子者，也不能尽善尽美、始终
如一，所以不能去苛求武庙从祀的武将。他并指出若随意变更， “吹毛求异代之疵，

投袂忿古人之恶，必使时情顿惑，窃议交兴”，最终将影响武成王庙 “劝激戎臣”的
目的。① 但其建议却未被接受。之后，维护武庙地位的呼声便消失殆尽。

就吕尚本身的形象而言，自唐代已被认为存在诸多缺陷。特别是吕尚作为殷臣，

却佐周灭商，以此 “不忠”的行为难免受到后世帝王与儒士的诟病。与传说中的战
神蚩尤相比，吕尚在威武暴烈上也有些相形见绌。传说中的蚩尤，兽身人面，铜头铁
额，其好战彪悍的 “战神”形象，也长期受到武人的崇拜，被视为可以激励军兵浴
血奋战的神祇代表。因而，吕尚虽被看作兵家鼻祖，其事迹和著述 ( 皆为伪托) 只
留下诡诈奇计的印象，不仅文人不视之为 “圣”，认为无法与文圣孔子相提并论，武
人似乎亦不能从中汲取武勇之力。所以宋代将帅出征时，往往不是去告祭武成王庙，

而是不忘祭祀蚩尤，希望这位能呼风唤雨的战神保佑军队取得胜利，此即军礼之首的

“祃祭”的内容之一。② 由此，武成王庙在宋代就逐渐成为摆设，并直接导致其地位
在后世的沦丧。

如所周知，关羽以其忠义、坦荡的形象在民间得到广泛的崇拜，其忠心不事二主
的品格更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青睐。因此，关羽在宋代以后就渐渐取代了吕尚的地位，

明朝时的关羽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武庙，关羽也被树为新一代的武圣。

洪武二十年 ( 1387 ) ，明太祖下诏: 罢武成王旧庙，去其王号，令吕尚从祀帝王
庙。③ 这样在中国古代延续六百多年的武成王庙，随之消亡于国家礼制之中。到清朝
时，已有学者讥讽武成王庙 “几同淫祠”④，可见其沦落到民间祠庙的境地，并遭受
到士人的轻视。

综上所述，在宋代朝政路线与主流意识观念的影响下，武成王庙从纯粹象征武学

与武功的代表，逐渐演化为文德和儒学标志的文宣王庙之附庸，其地位遂不断下降，

并影响及后世，由此则折射出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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